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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裂 ”还 是“延 续 ”?
———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思考

杨念群
(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 要: 以往的中华民国史研究深受革命史观的影响，突出强调的是与清朝统治的断裂。而

没有注意到，在民国肇建过程中，并非只是从西方引进的知识和制度在发挥着作用，清朝遗留下来

的一些因素同样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本文指出，正是因为民初汲取了清朝"大一统"的疆域观和治

理经验，才形成了目前的现代国家格局，与之对比，也正是因为忽视了对传统政教体系的继承，才

导致民国初年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关键词: 中华民国史; 正统性; 合法性; 大一统; 政教关系

梁任公先生在 20 世纪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过渡时代论》( 1901 年) 预示着中国进入

了“过渡时期”。在这篇文字中，梁任公指出，中国“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催落失

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他比喻中国的现状是

如旅人驾一叶扁舟放逐于中流，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境地。
所谓“过渡之道”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征: 政治上的“过渡期”表现在“人民既愤独夫民

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学问上的“过渡期”则表现在“士子既鄙考据词章

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理想风俗上的“过渡期”表现在“社会既厌三纲压抑

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过渡时期”还包括制度方面的旧制已废，新政未兴

的残破状态，“则案例全烧矣，而无新法典。科举议变矣，而无新教育; 元凶处刑矣，而无新人才;

北京残破矣，而无新都城。”①任公主要还是以晚清的状况为例来定义“过渡时代”的涵义。其实

以此用来比附民国初建时的状况同样相当适合，而且比晚清时期更能彰显出百废待兴的窘境。
中华民国自在中国大陆建国以后处于“准统一”状态的持续时间十分短促，前后总共只有 38 年

( 1912 －1949) ，这中间加上抗战八年的蹂躏和偏安，真正用于统一建国的时间可能还不到 20 年，

实际上根本没有完成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社会和疆域的整合。在这样短暂的过渡时间里，各种传

统和现代的要素必然杂糅并存，处于极度朦胧暧昧的状态。从鼎革更替的角度看，这段历史也是

从“连续”走向“断裂”的敏感时期。诸如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文化思想的变革都表现出无限趋

新的态势。许多属于传统“延续”下来的东西都被遗弃，毫不留情地为新颖的思想和制度安排所

代替，舆论界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只有和过去断裂的时尚思想与制度才是中国最为需要的。
以往学界对中华民国历史的解释，也大多是从和过去决裂的角度切入分析，仿佛一切都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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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种全新的变化形态，从制度到思想，从文化到风俗，均强调与清朝乃至历代王朝发生了根本

的裂变，评价尺度也依据的是民国改革是否符合西方意义上的进化标准。于是“革命史叙事”和

后来取而代之的“现代化叙事”占据了解释的主流位置。在“革命史叙事”谱系中，“辛亥革命”一

直拥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在“革命史叙事”的公式化表述“三大高潮，八大运动”中，“辛亥革

命”与“太平天国”并列成为同时被赋予“高潮”和“运动”两大荣耀头衔的历史事件。在“现代化

叙事”中，“辛亥革命”也是开启模仿西方现代政治改革的核心事件。可见，作为中华民国肇端的

辛亥革命一直强调其和前朝历史的断裂性质。
但如前所论，过渡期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除了在制度转型时受西风吹拂的影响，大量汲取与

前朝断裂的新式因素之外，由于中华民国作为历史“过渡期”具有十分短暂的时间特质，这也决定

其不可能完全实现计划中的诸多断裂式的变革，反而有可能延续和保留了诸多传统的因素，并使

其自然转化为新政权的肌体养料。然而这方面的历史探求却被严重忽略了。正如钱穆所云:“凡

最近数十年来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讴歌欧美，力求步趋，其心神之所向往在是，其耳目之所闻睹亦

在是。迷于彼而忘其我，拘于貌而忽其情。反观祖国，凡彼之所盛自张扬而夸道者，我乃一无有。
于是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乃若一冬蛰之虫，生气未绝，活动全失。”钱穆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治

国史的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①

钱穆先生被认为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但我们此处对其治史态度的理解主要不是从诠释

历史上是否具有或如何持守某种“历史精神”的保守立场出发进行评价，而是从其在历史研究中

如何汲取传统资源的角度入手，评估其对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意义。钱穆先生言论的启示乃是在

于，中国传统并非“冬蛰之虫”，在历史的转变时期，这些原本充满生气的资源会不时被唤醒，在新

的过渡时期持续发挥作用。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正是因为这些延续下来的传统因素发挥着作用，

才保证中国现代历史的演变结构有别于西方的模式。以下我尝试地归纳出作为特殊“过渡期”
的中华民国历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若干方面，以供讨论。

审视这段“过渡期”历史，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前朝“正统性”与新的现代国家所建立的“合法

性”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大多数人对过去的记忆里，中华民国取代清朝建立现代中国的历程

似乎具有天然的正统性，因为其演化趋势符合世界历史的大潮流，所以似乎不加论证即可自然予

以认定。在这套叙事中充满了对清朝黑暗统治的谴责与批判，以及对革命者的言论与行动正义

与正当性的褒扬。实际发生的情况却远为复杂。中华民国在建立其新的政制体系时，不仅必须

大量吸收西方的经验以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也必须认真面对清朝留下的诸多遗产，努力寻找两者

之间的平衡关系，才能平稳有效地实现过渡。比如在辛亥期间，南北同时存在着两大势力，南方

代表相对草根的革命党势力，依赖的是秘密结社和海外华侨的资助与支持，北方则是由清朝皇室

和北洋新军结合成的皇权正统力量，革命的发生与民国建国正是这新旧两股势力反复谈判妥协

博弈的结果，是一股复杂的合力所致，而并非是所谓革命党一家独大加以促成的。近年来对革命

的解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法学界一些学者即认为，应该重新评价清帝逊位在清末民初政治转型

中的独特意义，因为清帝通过禅让的非暴力形式把权力顺利移交给中华民国，阻止了因南北政见

不合所导致的战争内乱的继续，为中国现代民主宪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意义犹如英国版的光

荣革命在中国再次上演。此说引起了很大争议，焦点在于到底是“革命”还是“逊位”真正开启和

推动了民国政治改革的新局面，此分歧的出现或可视为当年“革命”还是“立宪”两派争论话题的

一个当代回响。

901

①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10 页。



南
京
大
学
学
报
︵哲
学
·
人
文
科
学
·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一
三
年
第
一
期

专
题
研
究
系
列

不过，我在此想提出一个与两者均有区别的第三个视角，即从“正统性”与“合法性”相互纠

缠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清末民初变革的成败得失，并由此理解清帝逊位的意义。我注意到，清帝

逊位后不久，就出现了大量批评民国的言论，不但清末遗老和立宪派人士对民国初年的现状深感

不满，就是其对立面如一些革命党人也对建国后变革迟滞与混乱的现状频加讥讽，说明其统治合

法性并未获得充分的认可。在我看来，民国肇建之始就出现对民国统治合法性不予信任的迹象，

恰恰说明新政权没有处理好与清朝“正统性”之间的继承衔接关系，而把“革命”过程仅仅视为是

与旧制度的彻底决裂。一些革命党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彻底铲除了清朝皇权，摧毁其政治体制，

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形式上的民主宪政架构，就自然获取了统治合法性，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

简单。
在此有必要对“正统性”与“合法性”两个概念稍作辨析，以便于进行讨论。“正统性”是从传

统君主统治的意义上加以界定的，清朝的“正统性”聚焦于皇帝，所谓“正统性”不仅表示皇帝作

为政治符号指向一个王位，而且他还是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的核心凝聚点，具有一种统合四

方的象征意义，换一种说法也可称之为“普遍王权”。如果皇帝整合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的能力

出现动摇迹象，就说明王朝发生了“正统性危机”，理应逐步让渡给新政权的建设，但皇位的倒塌

并不意味着王朝“正统性”会自动弥散消失，其作为某种聚合符号所统摄的一些观念和治理技术

会持续影响着新政权的建立过程，也就是说，新政权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寻找到一个替代皇权

起着相似聚合作用的象征物。
按照人类学的说法，每个文化架构都有一个神圣的核心，这个神圣核心有助于社会和政治定

位，使得社会成员认清自身的地位，它由此成为文化、社会和政治汇聚的所在地。人类学家又称

此“文化架构”为“主导性虚构”( master fiction) 。“主导性虚构”曾被认为是永恒不朽的“传统”，

其合理性根本无需自觉特意地加以论证。如果置于中国历史中观察，所谓“主导性虚构”大意是

指传统王权作为整合符号维系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关键作用，而不单单指王位本身。
“革命”的发生往往是从破坏文化架构的有效性开始，例如法国大革命向旧制度发动攻击

时，就首先对王权所拥有的统合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能力发起挑战，但法国大革命也同时造成一

种困境，即当激进派反对传统的威权模式，揭露旧制度下的“主导性虚构”中的虚构性，并将其尽

情展现时，却在社会和政治空间里诱发产生了可怕的真空。真空一旦形成就会导致恐慌的发生，

人们一时找不到社会的新核心，也不知如何表现这个核心，无法确认一个非神圣的新核心到底对

新体制意味着什么? 新民主政治威权需要新的“主导性虚构”，但其基础应该置于何处仍难确

定。①与法国大革命相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也出现过类似的“真空”状态，在失去传统皇

权这个“主导性虚构”之后，民国政府显然缺乏全面整合政治社会与道德文化的能力，如果换一种

说法就是新政权在寻求建立统治“合法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困境，这个困境与传统王朝的倒塌所

引起的“正统性危机”相联系，实则是一种相互衔接的连续性历史状态，却又有本质的区别。
马克斯·韦伯曾经认为，政权更替过程中之所以会遭遇统治合法性困境，是因为新的建设者

往往不尊重传统因素的制约作用而只迷信法律的约束力。因此，要克服“合法性危机”就必须既

让人们相信法律制度是合法的，政权可以按照正规程序制订和使用法律，但又要防止人们把合法

性信念过度缩窄为对法制程序的尊崇，似乎只要做出决策的方式合法就行了，而丝毫不顾忌第二

个条件，即建立规范制度必须具备充分的根据。② 就清帝逊位前后的形势而言，我的理解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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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08 页。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陈学明译，台北: 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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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生政权如果对法律的过度依赖没有一个合理的传统政教关系做支撑，就很难具有真正的“合

法性”，由此推知，“合法性”的建立可能还需部分继承清王朝中残存的“正统性”成分。清帝逊位

以后，民国在接手清朝营造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大量出现政客谋取私利的贪腐现象，引发了遗

老、立宪派和革命党人的多方批评，即与没有合理汲取清朝“正统性”的资源有关。
“正统性”不是单纯指涉某种具体的政治权威或是对政治体制某一特殊面相的描述，而是基

于官僚、士人与民众对清朝君权具有统合维系政治、社会与文化能力的信任，尽管这种信任随着

西方的不断挑战而持续受到消减。在我看来，民国要想在“过渡期”获取自身的统治“合法性”，

至少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协调好既积极汲取清朝的“大一统”的疆域观和与之相对应的治理格局，

同时又在国体上符合现代民族国家的建国形式。从如何汲取“大一统”资源以融入现代建国之

旨趣这一点来看，清朝曾经实际控制着有史以来最为广阔的疆域领土，其成就远超历代，当然可

以作为其确认自身“正统性”的一大要素。早期革命党人曾以传统的“夷夏之辨”论述作为反抗

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其各种宣传文献中充斥着对满人的歧视性话语，如早年邹容的《革命军》和

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著作中常常把满人直接喻为禽兽，如贬为“逆胡”、“虏”、“戎”、“狄”等，对

是否继承清朝“大一统”疆域观态度十分暧昧，章太炎认为中华民国的疆域只包括汉人居住的以

直隶为中心的明代疆界，孙中山也曾表示以汉人居住地为主的十八行省应为民国的领土范围，他

们均把清朝统治的藩部地区排除在外。
相反，立宪派则较早地意识到，对清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将为未来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

提供一个基本的框架。故他们在晚清就提出，以汉族为中心同化其他族群，以建立中华民族共同

体为目标的构想。如梁启超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主张要“平满汉之界”，在 20 世纪初又进一步提出

合满汉回苗藏等族人为一体，共同对抗外来势力入侵的观点。另一位立宪派人士杨度则更是明

确指出，“中华”一词不是“血统之种名”，而是“文化之族名”，这就为从文化共融而非种族差异的

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民国初建，革命党人仍受西方理念的刻板影响，长期

徘徊于是采纳西方“联邦制”还是“民族自觉论”的争辩之中，直到上个世纪 20 年代以后才出现

重归“大一统”疆域观的迹象。
我们从以后国共两党对建国框架的解释中发现，尽管两党在政治理念上出现了重大分析，以

至于最终发展到势如水火的境地，但在疆域观和治理模式上却不约而同地继承了清朝的“大一

统”框架。由此构成了一个奇特的现代国家景观，即对外是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形式，对内仍继承

了清帝国对多民族统治的版图结构。似乎是个二元悖反的格局，这与其他国家往往以血缘族群

为独立建国之标准的西方模式有了很大区别，也成为“过渡期”历史发生中国式变化的一个典范

例子。
中华民国要在过渡阶段建立自身统治合法性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清朝曾经拥有迥异于西

方意识形态的“政教观”和道德实践秩序，以及相应地与它配套运行的制度安排如科举制。随着

晚清危机的日益严重，这套体系或濒于瓦解或已经崩毁，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过渡期”历史不应

忽视的资源，中华民国如何在富国强兵的大框架下承袭此资源并使其发挥作用应该是个无法回

避的课题。
中国古代王权均认为，政治的合理运转出于一种“教化”秩序的得体安排而非单纯的强制治

理，由君王到民众均要受到道德善行的训练，并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管理之中，“政教”联动关系的

实施主要由士阶层担当贯彻，在制度层面上则由科举制度的有效运行加以实现，清朝君主更是注

重由上到下地贯彻政教制度，乾隆帝曾多次下达谕旨，要求地方官员有效地实施“教养观”，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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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政”、“教”、“养”三个要素贯穿联系了起来，形成有别于单一性行政制度的多重管理机制。
从此角度而言，对“政教观”的认同与实践乃是清朝拥有“正统性”的道德与制度基础。而在摧毁

了清朝“正统性”建立的基石“政教观”以及相应的道德秩序之后，民国政府仅仅迷恋于宪政与法

律制度的建设，而并没有考虑即便是区分于旧王朝的政教系统，新政权的建立也无法忽视道德基

础的传承与复兴，因为西式的宪政与法律制度并不能单纯取代政教传统而自动转变为新正统的

源泉。
随着西方势力的逐步深入，清朝“大一统”格局遭到蚕食，而西方教育体系的引进则直接导

致科举制最终走向消亡。由于新教育的实施和普及，士绅阶层渐趋分化瓦解，支持王权“正统性”
的要素纷纷分崩离析，政治社会空间里出现了可怕的真空。与之相对应的是，辛亥以后新型政权

的建立主要是按照西方宪政制度的设计刻意加以安排的，民国政权的主导者认为，只要按照法制

信念做出决策，就能天然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种思路并没有意识到，新政府同样需要一个

“主导性虚构”，即需要通过对清朝“大一统”疆域观和“政教”关系的反思与继承，重建新生政权

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道德的整合能力。民国初年曾考虑用“人民”作为取代皇帝的“主导性虚

构”，“人民”也从被统治者上升为统治主体，但泛化意义上的“人民”并不具备满洲皇帝所具有的

多维统治象征意义，满洲皇帝不但是汉人的君主，是满人和蒙古人的大汗，还是喇嘛教的转轮圣

王，隐喻其对分布着不同族群的广大疆域的统治，“人民”的泛称显然无法拥有如此多元的象征

涵义。
如果进一步引申而言，民初出现的“合法性危机”与“正统性危机”的区别乃是在于，清朝“正

统性”的证成既依赖于“大一统”疆域的完整维系，也依赖于政教关系对政治权威的有效支持，而

这两大要素恰恰是由作为“主导性虚构”的君王加以凝聚和实施的，因为清帝作为统治广大疆域

中众多民族的共主形象，具有以往汉人君主无法具备的统合多民族群体的象征意义和治理能力，

所以立宪党人曾明确指出，正是因为满人皇帝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汉人皇帝与之相比并不具备如

此的凝聚力，所以维持满人皇帝作为多民族共存的符号就仍有其时代性的意义，尽管后来革命党

人成功推翻了帝制，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如何建立起能真正统摄多民族共同体的新

机制，以替代皇权的多维象征形象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然，这套整合系统发生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建立在原有科举制基础上的政教关

系不适应现代科学教育和职业训练的要求，但并不意味着民初的教育和人材选拔体制就完全应

该沿袭西式培训技术官僚的道路，而漠视基本的道德教化传统。民国党人虽然意识到了清朝“大

一统”疆域观对建设多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借鉴作用，并最终汲取了其成功的经验，但却并没有认

真考虑如何解决政教关系解体后所产生的道德文化真空问题。
如果从民初统治出现合法性危机的角度观察清帝逊位，我们就会发现，清帝逊位本身是否应

被定义为“禅让”，或者其逊位是否为民初宪政建设提供了现实基础，都不是问题之关键所在，因

为类似的观点早已出现在晚清立宪派“虚君共和”的主张之中，并不鲜见。关键在于，民国政权建

设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是否真正以继承而非绝然断裂的眼光审视清朝遗留下来的传统资

源，并通过现代政治的实践对之实行有效地转化。
(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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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o as to build up an innovation-oriented nation，accelera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so as to establish nation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trengthe-
ning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 as to get integrated into global financial system，promo-
ting industrial and technological upgrading so as to lead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and building
the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so as to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 and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thinking the Application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Are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ANG Xian-lin

Established with specific legislative background and purpose，article 55 of China’s
Antimonopoly Lawmakes clear the basic principle and standpoint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n
the area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 IPRs) ． Its role is，nevertheless，declaratory and illus-
trative，and the validity of an exercise of IPRs is not judged directly according to it． The“abuse
of IPRs”should be understood by the general meaning rather than，consciously and subcon-
sciously，by the specific meaning of case law of some countries． Abusing IPRs is not necessarily
monopolistic behavior，but monopolistic behavior involving IPRs is certainly an abuse． When for-
mulating the enforcement guidelines on antimonopoly law in the area of IPRs，what must be well-
balanced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experience and being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China，and between principle and operation as well．

A Discussion on Consumers’Role Played in the Judgment of Unfair Competitions: Based on
the Cases of Trademark Torts and Unfair Competitions
LI You-gen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s，the criterion for judgment of trademark tort is sale confusion，

but in real estate and automobile sales，confusions occur before the real sale，which may not lead
to the sale confusions，due to the particular cautiousness on consumers’side． Consequently，

courts hardly see these as infringement on trademarks．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there were ca-
ses，in which courts applied the general article of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to the judgment
of these practices as unfair competitions． Therefore，it must be recognized as an unfair competi-
tion when there is a primary element of an unfair competition，i． e． the practice to fool consumers
in a commercially and morally dishonest way． That is why consum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judgment of unfair competition．

Continuation or Discontinuation: A Reflection on Historical Heritages in the History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G Nian-qun

Under the sway of a radical perspective，history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 1911-
1949) used to attach much importance to the republic government’s breaking up with the Qing
Dynasty，completely negating the fact that some factor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sorts from the
toppled-down Dynasty were also constructiv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brand-new polity． This au-
thor recognizes the territorial ideal of unification and management experiences from the gone Dy-
nasty in the becoming of a modern state． Ironically，it was the negation of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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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that resulted in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t its very beginning．

Positioning Political History in the History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G Tian-hong

Political history used to take a dominant position in history studies，and yet was marginal-
ized in the wake of the western new historiography’s exclusion． While expanding the scope of his-
tory studies，the latter has brought forth the problematic fragmentation in studies，which deserves
serious treatment． There are many roads to the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history studies． As for
the political factors ubiquitous in the first 38-year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studies of politics can be found in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 political one”or even“All the histories are those of thoughts”． Thanks to
the cross-disciplinary interrelationship within history studies，the political history holds itself
promising as a way to integrate into an organized whole the cross-disciplinary findings within the
history studie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University Journals: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Path Choice
YE Juan-li

The earliest university journal，publish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witnessed the vicissi-
tudes of China’s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performed as a carrier of China modern aca-
demic． On the one hand，it is deplorable that，due to such intrinsic defects as in the structure of
journals，unreasonable scatteration of publisher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practice，university
journals in China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and even cast aside today，as is ironi-
cally against the prosperous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flourishing academic researches． Path de-
pendence may slow down but can never hold back institutional changes． On the other hand，it is
happily exciting that a reform is on its way when there is both an induce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i-
tiated by the community of university-journal runners，and an imperative one required by the gov-
ernment． Consequently，a best path choice is demonstrating itself as being beneficial to the fu-
ture of China university journals: the university-journal series in China sponsored by 17 prestig-
ious university-journal runners affiliated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ppiness Pills: Philosophy Versus the Chemical Solution
Peter B． Raabe

Happiness is an elusive subjective goal that is defined in many different ways．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find because it can only be achieved indirectly． In many contemporary societies un-
happiness is regarded as a diagnosable mental illness． There are countless medications on the
market that claim to help alleviate the mental illness of unhappiness by changing the chemistry of
the brain． But because happiness is a state of mind，it is pointless to target the biological brain
with anti-depressant medications． While the brain is biological，the mind is propositional，con-
sisting of beliefs，values and assumptions． These can lead to unhappiness． Therefore the“cure”
for unhappiness must consist of some sort of therapy for the mind． Philosophy，in the form of
philosophical counseling，has proven to be excellent“therapy”for the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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